
扩大中国乡土社会的认知解读范围
——《天柱文书》序
张新民

(贵州大学清水江学研究中心)
提要：《天柱文书》首辑凡22册68卷，近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透过大量新公布的文书史料，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清水江文明，推劲区域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能丰富文书学的成果宝藏，扩大中国乡土社会的资料取用与认知解读范围，从而大有裨于吾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兴盛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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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间契约文书的使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性积累，不仅涵盖的区域人群极为广泛，而且遗存的数量规模亦颇为庞大，已成为较有代表性特征的一大典型性史料文献，是见证传统中国社会变迁发展的重要文本依据。然而由于晚近以来剧烈的政治震荡和社会变动，各地契约文书大多受到人为性破坏而遗失殆尽。幸有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等部分区域性民间契约得以完整保存，遂使今人能够如实了解固有传统法律文书或私家档案的整体全貌。徽州文书的整理出版成绩已极为可观，清水江文书的公布发行则刚起步
。本书凡二十二册六十八卷，所著录者均为清水江流域天柱县民间私藏文书，由于数量繁复杂多，遂分辑陆续公布出版。仅就首次公布之第一辑文书看，则不仅史料价值极为可观，即系统性、完整性特征亦极为突出。为方便读者稽核取用，特述相关情况如下。
一、清水江文明与清水江文书
清水江又称清江，乃是黔省仅次于乌江的第二大河，发源于都匀、贵定之间的斗篷山，流经黔、湘两省，为沅江之上游，最终注入洞庭湖，乃长江的一大重要河流支系与极为重要的古航道，亦为可与藏彝通道媲美的又一文化走廊，或可径将其称为“苗疆走廊”。

清水江流域有悠久灿烂的文明，仅从当地考古发掘所涉及的时段看，即涵盖了新旧石器时代、商周、战国秦汉、宋元明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反映远在7000年以前，清水江流域便有了人类的活动，以后则绵延不断地发展，形成了灿烂的清水江地域文明
。
清水江地区向来以农林混作经济而著称，水道则为其提供了发展的交通便利。以木材的输出经销为例，当地自明代中叶以来，便逐渐形成了一个集种植、培育、养护、砍伐、运输、贸易为一体的木材经济文化贸易圈，而地方社会亦逐渐成为一个以自然村落和社区族群（宗族）为基本单位的具有契约交往关系的多元复杂社会。至于地方物产之流通，经济文化之开发，大小传统之互动，社区群体之交往，宗教信仰之传播，民族情感之融合，虽依赖社会生存环境的条件甚多，但交通的畅阻亦为一大关键。特别是明清两代随着清水江河道运输能力的加强，更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从国家宏观视域观察，清水江地区的战略地位亦极为重要，乃是明清两代中央王朝经略开发的重点。特别是入清以来，国家欲开辟苗疆，便不能不控制清水江。而开辟苗疆与控制清水江，则可以确保整个西南地区的稳定，形成西南与西北相互呼应的连环边疆战略体系。故雍正年间清水江航道遂凭借国家力量彻底浚通，苗疆则经过武力开辟而纳入王朝行政管理体系，原先“梗隔三省，遂成化外”
，即中央王朝长期失控，国家政令无从推行，军事进退无险可据的局面，亦因此得以彻底改变。清水江作为苗疆地区的重要文化走廊，则从“民道”一跃而具有了“官道”的战略意义，更多地发挥了联结汉文化与非汉文化区域，促进中原、江南与西南腹地往来交流的重要作用。
清水江两岸庋藏契约文书的众多自然村落，恰好分布于黔湘毗邻的广袤苗侗文化区，显然乃是久远文明不断积累和发展的结果，既暗藏着大量多民族交流融合的信息，也折射出国家与地方复杂互动的关系。而广涉千家万户村民，涵盖众多自然村落，数量极为丰盛，类型颇为齐全的地方民间文书，亦都以文化活态实物的方式，见证了清水江文明的长久存在与绵延。
清水江文书乃是继徽州文书之后，目前所见第二大民间契约文书系统。其数量之繁多、保存之完整、种类之齐全、内容之丰富、来源之清晰、价值之突出，衡以世界各国或地区，较之宇内各民族或团体，均堪称侗、苗、汉各族人民世代累积的文化瑰宝，民间档案文献的巨擘大宗，世界级的珍贵文化记忆遗产。为摸清当地文书庋藏家底，我们曾沿清水江流经地域进行调查，仅据截至2011年10月各县档案馆入藏数统计，即为黎平县24320件、锦屏县36482件、天柱县14000件、三穗县19542件、剑河县8000件、台江县1212件，合计总数达103556件，可见已经征集入藏的数量已颇为令人吃惊，然若与散落于广大民间社会各自然村落者相较，则仍有可能仅为蕴藏总量的极小部分。即如果我们以五倍于档案部门入藏数字的保守统计方法，客观评估散落于清水江流域两岸地区的民间契约文书，则其总数至少当在50万件以上
。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人类记忆文化遗产，值得作为系统工程陆续整理、编纂、公布和出版。
清水江文书的史料研究价值乃是多方面的，约略论之可有以下四点：
（一）整体再现乡土中国社会的全息图景。中国社会已有数千年农耕文明传统的积累，文化扎根的土壤在农村，社会结构的重心在农村，政治稳定的基础在农村。中国弥久弥新的传统之所以能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显然离不开以农耕文明为依托所发展出来的一整套秩序与思想。因此，必须深入了解乡土中国或农民中国，才能深入了解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而大量类型及内容均不尽相同的清水江文书，均直接来自民间乡土社会，透露出大量乡民生活交往的信息,与官方史乘有着取舍倾向上的明显差异，更多地反映了地方社会的原始习俗风气和世态面相，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乡土社会自然、生态、气候、土地、物产、生产、劳作、交往、礼俗、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为深入了解中国乡土社会全息历史图景提供了必要的素材依据。
(二)真实反映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清水江文书是在长达600年的土地开辟、木材贸易和移民迁徙过程中，以混农林经济为基本生产形态，不断积累留存下来的原始文书史料。文书的类型尽管名目繁多，然仍以契约为其内容构成之主体。而契约除锦屏一县林契显得较多外，其地各县土地契约均占很大比重，适足以反映当地地权转移、土地买卖规模，以及田赋地价变动和阶层结构分化等多方面的情况，而无论生活、生产、交往、经营或投资，亦都可以透过相关的文书，看到资产或财富的运动方式或转移过程，了解地方经济生活的构成模式与活跃程度，从而更加全面地检讨传统中国以经济生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全貌。

（三）丰富历史叙事学的地缘文化内容。清水江流域乃是苗、侗民族聚居区，历来皆被视为“苗疆腹地”或“化外生界”，较少进入官方文献的叙事学视野。而历代学者或受制于原始材料的匮乏，或囿于文献系统的零碎，不仅缺载失收的现象极为普遍，即误读错解的问题也颇为突出。然而地域固然是当地民众建构生活秩序的重要参与因素，区域与区域之间必然受制于地理环境的区隔而形成差序格局，但清水江水运所提供的便利及其与陆路驿道连结所形成的交通延伸，也使当地成为通达四方的重要战略区域，形成了多种地缘族群往返迁徙和交流融突的走廊文化圈。因此，从整体上看，当地历来都是历史事件错综多变、民族融合现象频繁、文化发展多元的一大核心要地，其治乱兴衰或荣瘁休戚，无论任何时候都与西南乃至全国的形势息息相关。而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面世，将有裨于我们重新在苗疆发现历史，触及区域社会变迁演进的节律脉动，揭示苗、侗、汉文化交流与互动的真实状况，再现民族文化变迁转型的历史。更直接地说，数量繁多的清水江文书，仅就目前已知的内容看，从民间礼俗到宗教信仰, 举凡社会生活的各个复杂层面，均无不有相关材料涉及，倘若善加利用，则适足以改变地方族群长期“失语”的状态，弥补传统史家轻视或缺乏民间知识记忆的不足，扭转既有史书轻民间重官方的历史叙事学倾向，撰写严格意义上的多民族共生、共存、共荣的民族关系发展史。
(四)提供了研究包括民事法权关系在内的中华法系的重要资料。任何社会都有为一定的文化共同体所认同或遵守的规范，规范的存在乃是维系社会稳定或和谐的基础。民间契约既是对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一种规范，当然也可将其视为一种体现了民事法权关系的习惯法。清水江文书涉及财产关系、身分关系的很多，举凡析产分家、继嗣承养、婚嫁娶离，都有相关契约的订立和约束，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民事规范的法权意义,乃是传统中国民事法秩序不可轻易忽视的重要构成内容。清水江文书由于规模数量较大，故与徽州文书一样,亦以多种多样的契约规范形式，一方面反映了地方礼法社会秩序运作的一般规律，提供了大量地方民事法文化的活态经验，一方面也丰富了中国民事法权关系的实证个案或典型事例，扩大了中国法系研究的具体文本依据，既可获取“礼失而求诸野”的认知乐趣，也能强化对中国民间社会自治机制的理解深度。
以上四条，虽不足以概括清水江文书的全部价值意义，但以管窥豹，已可知其整理公布意义之巨大。一旦有计划、大规模地系统编纂结集出版，必能结出大量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的学术成果。
二、天柱文书分布庋藏概况
天柱县位于清水江下游西面，东邻湖南会同、芷江两县，南接黔省锦屏县及湖南靖州县，西连省内三穗县，北靠湖南新晃县。南齐时曾设东新市、南新市二县，属东牂牁郡。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设屯溪后溪千户所，隶湖广都司；二十五年置天柱守御千户所，属湖广靖州。万历二十五年(1597)置天柱县，与守御千户所同治，并析绥宁、会同二县地益之。县之得名，乃因柱石山一峰直峙，宛如擎天柱石，遂迳以称之。雍正五年(1727)改隶贵州黎平府；十一年，改属镇远府。乾隆元年(1736)，置远口巡检司，归隶天柱县，在县东六十里。民国三年(1914)，改远口巡检司为远口分县。二十五年(1946)，省远口分县入天柱县。
今天柱县所辖乡镇，主要有风城镇、邦洞镇、坪地镇、蓝田镇、瓮洞镇、远口镇、坌处镇、高酿镇、石洞镇、白市镇、社学乡、浪马乡、竹林乡、江东乡、注溪乡、地湖乡。而此次首批推出的天柱文书，则主要涉及瓮洞、江东、白市、高酿、石洞、竹林、坌处、渡马、兰田、远口等十个乡镇，涵盖黄巡、岑板、克寨、瓮洞、大段、大坪、对江、地样、新舟、优洞、勒洞、地良、春花、上花、地坝、木杉、甘洞、邦寨、丰保、摆洞、冲敏、南头、竹林、梅花、力木、高坡、大山、共和、地锁、远洞等三十个村寨。稍须强调者，则为自然村落的地理区位秩序乃是历史形成的结果，均与清水江航运所提供的便利大有关系，亦为学术研究不可不注意的重要文化信息来源。
从整体上看，天柱文书的征集工作目前尚在进行，与截至2011年11月已入藏于当地档案馆的14000件文书相较，总体数字仍在逐年增多。此次首批出版的近7000件文书，均为2009年9月以前征集入档的。时间则上起顺治年间，下迄20世纪50年代。而2009年9月以后则征集到明代成化二年(1466)、万历二十四年(1596)、崇祯十六年(1643)的田契、诉辞、合同，或可说明当地文书产生的年代，至迟当在13至14世纪之间。需要说明的是，契约文书的征集工作，地方政府是本着自愿原则，以代为保管的方式，与乡民协商登记，始编号入馆存档的。自愿原则的出发点乃是尊重乡民应该享有的权益，但也说明未能征集入档者数量依然很多。

本书著录的各种类型的天柱文书，若分析其固有来源地，如白市、江东、渡马、远口、邦洞、瓮洞、蓝田、清浪、坌处等，虽市场规模大小各有不同，地区差序格局仍很明显，然大体均为清水江往返水道贸易运输的重要孔道，实乃多族群文化互动交流的核心区域，故契约文书的遗存数量也显得极为可观，形成了与地缘经济政治格局颇为契合的文化对应关系，具见无论社会结构的复杂，抑或交往活动的扩大，都决定了人们必须以文书作为相互协议认可的法权文本依据，从而更好地规约当事人双(多)方合理性的物权或债权，说明其应当享有的权利与义务，从而维护所有权制度秩序的稳定，确保社会交往机制的正常运转。
天柱文书绝大多数来源地均极为清晰，考虑到每一文书背后都有可能隐藏着一段活态的历史，因此著录时均尽可能地注明来源地及原持有人，以此提供必要的村落或农户收藏信息。而文书来源地与归户性之所以重要，则为任何历史性的研究都不能轻易忽视时间与空间的准确定位，即如严耕望先生所言：“历史是由时间空间与人类三项因素组成的，换言之，历史就是人类在纵的时间上与横的空间中活动的总体
。”而来源地或归户性的准确判定与著录，除了关注时间的清晰性衔接链条之外，更重视空间上的密切照应关系，以求提供更多的家族(庭)、村落、区域变迁发展的信息，同时也方便学者展开定位准确的田野调查。读者手此一编，即可一窥当地文书系统性与完整性所表征或暗示的地域面相与族群归属，获取可靠来源地和归户性所隐喻或折射的地域空间文化内涵，从而更准确地摸清族群运动的规律，把握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脉络，了解百姓日常生计状况和心态状况，弥补宏观史学难以涉及民众生活细节或家庭变迁个案的不足，丰富观察乡土中国不可或缺的村落族群生存与生活的具体经验，积累更多的以第一手原始资料为支撑的微观或中观的学术研究成果。
三、天柱文书的地域特色

分析《天柱文书》（第一辑）所收的近7000件文书，若与其他省区的类似文书相较，尽管彼此之间的共同点甚多，但地域性的特征也颇为突出。简单加以概括，亦有三端可说：
首先，欲透过契约文书研究当地社会经济文化，最值得注意者即为汉语记苗音、侗音及其相互混用的特殊书写情况。具体概括又可分为三类：(一)汉字记苗音或侗音；(二)半汉半苗或半汉半侗意译与记音混用；(三)汉语径译苗语或侗语。凡此均反映了当地多元化的语言文化生态现象，透显出侗、苗、汉民族聚居融合的特点，值得采取侗语、苗语、汉语多重语言互证的方法，展开可靠而准确的释读工作，避免释义歧异可能导致的错误理解，影响研究成果的妥适与允当。
其次，从整体全貌看，清水江文书地契与林契兼有，亦构成了文书系统的一大特色。但具体就区域内部言，与锦屏文书林契多而地契少明显不同，天柱文书则为地契多而林契少，适可说明当地固然亦多采用混农林生产经营模式，但农业仍在其中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早期则白契多而红契少，愈往后则红契愈多而白契愈少，揆诸当地社会变迁发展的实际，亦与不断内地化的整体历史进程对应一致。而土地买卖契约、土地租佃契约、账簿、税单、家产清单、纳粮执照、诉状、判辞、官府告示、算命书、风水书、清白书、分关书、婚书、休书、过继契约、陪嫁资契、保结书、碑铭、日记、教材稿本，种类纷纭，名目繁多，更与社会秩序的复杂结构密合暗应，折射出林林总总的世俗生活事相。为反映文书收藏地域分布的自然秩序状态，便于学者结合田野调查展开研究工作，全书分卷列目，均一概按照乡镇村寨编次排列。

再次，解读天柱县各自然村落层累积淀的文书，尚不能不注意者即为当地的习惯法。如土地买卖契约文书，牵联产权归属，涉及四至划定，均必须获得当事人极为清晰准确的认可，乃至形成“埋岩为界”习俗，而多见于当地的契约文书。所谓“埋岩为界”云云，即于可能存在争议的土地界线上，埋入双方共同认可的符号性“界岩”，以作为产权归属与区分的法权凭据
。而“埋石”事涉重大，固然不能不礼请中人以作凭证，但更重要的是时有相应的仪式活动，即所谓“宰款合榔”，或称“埋岩会议”，亦可概括为“苗俗”、“苗例”，实即民间习惯法。目的则是突出行为事宜的合法性，强化族群内部的认可度。而“休书”(离婚书)既有男休女，亦有女休男，与汉族婚俗明显存在差异，亦应结合当地“不落夫家”礼俗来详加考察，看到处理婚恋情感的另一方式，了解家族双方交往沟通的运作机制。“不落夫家”其实乃是结婚与家庭生活的一种过渡，与汉族严格意义上的“出嫁”不尽相同，故所谓“休书”只是固有婚约的放弃或解除，而非家庭的解体或破裂，显然也就难以全都意味着情感天地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或危机，未必就会引发双方及背后族群联系纽带的震荡或断裂。足证习惯法既为族群内部人人认同遵循的约束力量，当然就是地方秩序稳定的一大文化构成因素，一般均会融入涵盖风物、民俗、伦理、人情、信仰的传统世界之中，转化为包括订立契约在内的民间日常生活的交往行为，不能不随时随处反映在本身即是习惯法显现的契约文书之中，构成极为突出的区域性特征或民族性特点。
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近年来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长期以来，我们始终本着“抢救是根本，整理是关键，公布是核心，研究是归宿”的宗旨原则
，一再强调大量濒危的纸质民间契约文书，如果不有步骤、有计划地及时加以抢救，便很有可能会毁损消失于天壤之间，造成人类记忆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但抢救之后的契约文书则不能变成躺在档案馆的“死”材料，必须通过整理将其转化为社会公共资源，以求扩大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理解与认识。所以整理之后必须以开放的态度迅速向学术界公布，只有公布才能真正实现化私藏资源为公共资源的目的。而无论抢救、整理或公布，最终的目的都是方便学者的研究利用，通过研究才能最大化地实现契约文书内涵的史料价值或学术研究价值，使无生命的“死”材料变成有生命的“活”材料。当然，在做好抢救、整理、公布和研究工作的同时，也有必要同时兼顾乡民、政府、学界三方面的利益，最好能做到相互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地域学的方式包容—切可以包容的官方与民间的力量，庶几不辜负社会各界渴望早日看到文书的心理愿望。
整理编纂和公布出版清水江文书，自始自终得到贵州省政府相关领导的关心与支持，得到贵州省档案局的指导和帮助。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曾组织专家组赴清水江流域展开为期一周的调查，为我们摸清文书庋藏家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黔东南州档案局局长杨通永亲自陪同全程考察，介绍了不少地方档案馆文书入藏情况。时任贵州大学党委书记的龙超云和校长陈叔平，以及时任省文化厅副厅长的邓健与文物局局长侯天佑，均曾亲临现场，与我们一起考察文书征集情况。时任副省长的谢庆生多次过问整理工作，一再指示有困难即找政府。现任副省长何力则亲自主持会议，制定了编纂整理的具体规划和方案。省档案局局长王传福及副局长曾健、归然、梁贵钢曾多次与课题组成员协商座谈，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整理工作建议。

具体到《天柱文书》的整理出版，则主要由天柱县档案局（馆）和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具体负责。天柱方主要负责搜集、入档、修复、裱糊工作，贵州大学方则承担拍照、扫描、复印及整理工作。离开了天柱县人民政府的睿智和远见，缺少了天柱县档案局（馆）工作人员的辛勤劳作，便很难设想书稿的完成与出版。而天柱县副县长李腾刚、王兴友、李斌曾数十次往返天柱与贵阳之间，多方面联络推动相关工作的开展，档案局(馆)龙集霄、唐才玉、龙小桃、黄静平总是在工作最困难的时候予以积极的支持和配合 ，均确保了书稿的质量和完成。
犹忆项目启动之初，在经费人力均感匮乏的情况下，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便出于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本着无私援助的原则，视他人之事为自己分内之事，给予大量财力人力的支持。无论南京、贵阳、天柱，往返行程数万里，都留下他们不断劳碌奔波，展开调查、了解、协商、鼓励、支持工作的足迹或身影，感人的场景奚止十百。若论帮助书稿顺利出版之功臣，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当居第一。不遑一一列举姓名，然皆可视为终生之善友。
整理编纂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陈祖武、栾成显、阿风，以及吉首大学杨庭硕、贵州民族大学王天海诸先生，做了大量学术把关工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卓识过人，五年前即将此书纳入出版规划。清稿交付后，复蒙府建明副总编、唐爱萍编审、戴宁宁副编审悉心编辑，倾力披辨，纠缪改错，一毫不苟，厥功甚伟，令人感佩。整理编目工作之繁难，非亲历者则难知之。仅编号一项，稍一不慎，即须满盘重来，助我者有林东杰、谢开键、倪宁、肖耀、李士祥诸人，均为甘愿以文书研究为职志的年青人。众缘合和，厥事乃成，无以申谢，均并致敬意。
纂辑之书，虽难登大雅，然耗费精力之多，甘苦寸心可知。矧皆采山之铜，能供美器之铸，不可徒爱已成之美器，而竟忘必有采铜之先。故值全书杀青之际，忻悦之情仍油然而生，知铜既运出深山，美器必琳琅满目。遂略述所闻，供学者参考焉。
癸已年初夏谨志于筑垣花溪水心溪梦馆之晴山书屋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号: 11＆ZD096］”，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项目“贵州清水江文书研究”(2011RWXKYB045) 阶段性前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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